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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志未酬：朱經農的教育理念與實踐

劉家峰

［提　 要］ 　 朱經農被王雲五譽為民國時期的“全面教育家”，但在當代中國卻幾乎被遺忘了。 他留

學美國，深受杜威教育哲學影響，堅持民本主義的教育理念。 他是虔誠的基督徒，鼓吹宗教教育對

國民教育的重要性。 在 1920 年代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中，他高聲為教會學校辯護。 他

是資深的國民黨員，一生追隨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教育宗旨與西方教育學說融為一爐。 他主張大學

教育的獨立和思想自由，反對政府和黨派的干涉。 他是一位躬行實踐的教育家，在政學之間多次轉

換，在湖南從事教育行政十年多，政績卓著。 無論是為學還是為政，朱經農都以教育作為他一生的

興趣和志業。 但捨學從政、從政誤學也給晚年的朱經農帶來壯志未酬的遺憾，這也是那個時代懷抱

“教育救國”的知識分子共有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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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被遺忘的全面教育家

朱經農（1887～1951），祖籍江蘇寶山縣（今屬上海），生於浙江浦江縣署，其父當時任該縣縣

令。 八歲喪父，全家投奔在湖南做官的叔父朱其懿。 1904 年朱經農赴日留學，1905 年由黃興介紹

加入同盟會。 同年底因日本政府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留日學生集體退學抗議，朱經農回上海

參與創辦中國公學。 辛亥後，赴京擔任《民主報》與《亞東新聞》編輯。 1916 年以留美學生監督書

記身份入華盛頓大學，1920 年畢業後入哥倫比亞大學，深受杜威教育哲學影響。 1921 年應蔡元培

之邀，任北京大學敎育學敎授。 1922 年轉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主編新學制教科書及教學參考

書，被全國很多中小學選用。 1924 年任滬江大學國文系主任與教育學敎授。 1925 年五卅慘案後，
參與創辦光華大學，任教務長、副校長。 1927 年出任上海特別市教育局局長，1928 年轉任南京國民

政府大學院普通教育處處長、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教育部常務次長。 1931 年短暫代理中國公

學校長，後轉任齊魯大學校長。 1932 年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長達十年半。 1943 年擔任中央大學

教育長，後轉任教育部政務次長。 抗戰勝利後回上海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光華大學校長。
1946 年作為教育界國民大會代表參與制憲會議。 1948 年 11 月作為中國政府首席代表赴黎巴嫩參

加聯合國文教會議，後留居美國講學著述。 1950 年任職哈特福德神學院（Hartford Seminary），研究

中國教育史。 1951 年 3 月 9 日，朱經農因心臟病突發猝逝於美國寓所，享年 65 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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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所列朱經農簡歷來看，他從 20 歲開始投身教育，在 45 年的職業生涯中，或在學校教書

育人，或編寫、出版教科書，或在學校和政府主持教育行政，其所從事的工作都是直接或間接與教育

有關。 王雲五在朱去世後這樣評價他對中國教育的貢獻：“致力之勤，成績之優，方面之廣，範圍之

遠，就余所知，國內尚不多見”，並因此美譽朱經農是“全面教育家”。②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兼出版家、學者和詩人，在當代中國卻幾乎被遺忘了。 與同

時代的晏陽初、陶行知等教育家相比，學術界對朱經農的關注和研究就太少了，這跟他對中國教育

的貢獻極不相配，其中原因或許與他長期在國民政府任職、鼓吹三民主義教育宗旨有關。 最近幾年

有所改觀，已有幾篇文章對朱經農的人生經歷做了梳理和研究。③本文擬在已有研究基礎上，以朱

經農的教育理念和實踐為中心，對朱經農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教育理念的形成做一補充，這是以往所

忽略的；同時，擬對朱經農在教育實踐中政學身份的多次轉換再做探討，以說明他究竟是“游刃有

餘”還是“游移不定”。 討論這兩個有聯繫的問題，對我們理解把教育作為一生興趣和志業的朱經

農當有所裨益。

一、一個基督徒眼中的宗教教育

朱經農是新教基督徒，這是事實，但有關朱經農的傳記資料、年譜卻很少提及。 朱經農長子朱

文長撰寫的訃告中提到：“先君為虔誠之基督教徒，晚年信奉尤篤”。④但朱經農何時信教，從屬哪個

教派，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心路歷程如何，現在還缺乏可靠資料。 這其中主要原因來自朱經農本人，
他很少提及個人信仰。 他在 1926 年一篇談論宗教教育的文章中提到，直到十八、九歲他才聽到福

音，是他主動而非被強迫參加禮拜。⑤以此推算，朱經農接觸基督教應該是在 1905 年左右。
另外一個材料是他在 1932 年擔任湖南教育廳長時，與長沙基督教職員聯合會聚餐演講，提到

“余三十年前在上海某教會研究聖道，受洗歸主。 以後每到一處，與教會總有親密的交誼”。⑥以此

推算，他應該是 1904 或 1905 年去日本留學前就已信教。 “某教會”是哪個教會？ 這篇演講發表在

監理會的雜誌《興華週刊》，據此推測他可能屬監理會。 朱經農自 1921 年回國服務，在兩個教會大

學任過職（滬江大學國文系主任和齊魯大學校長），又在國民政府教育系統擔任高官，這樣的經歷

讓他在教會教育界，特別是海外差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作為中國教育界的代表，他曾深度參與中

國基督教教育會、高等教育委員會的工作。 從 1920 年代末他擔任中國基督教大學協作計劃的顧

問，一直到抗戰勝利後，他對基督教大學協作計劃的制定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朱經農回國不久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 無論是作為教育工作

者還是基督徒，他都不贊成非理性的反對基督教和教會教育。 1921 年，芝加哥大學神學院教授伯

頓（Ernest Burton）帶英美合作組考察中國教會教育。 伯頓就基督教學校在中國的新學制中應該佔

有什麼地位發表了意見，朱經農第一時間將其翻譯成中文，在《新教育》雜誌發表。 伯頓認為基督

教教育必須適應中國人的需求，而且應儘快將學校移交中國人辦理；公立學校和基督教學校都不可

缺少，各有長短，應有互助和通力合作的精神。⑦這也是朱經農後來一貫堅持的主張。
在非基督教運動期間，鼓吹收回外人教育權最力的當屬以青年黨人為主的國家主義派，其代表

人物是李璜、余家菊、陳啟天等，他們從 1923 年起出版《國家主義的教育》、《國家主義教育學》等著

作，以《醒獅》週報作為輿論陣地，闡述他們的教育主張，要求無條件全面禁止教會教育和殖民教

育，收回教育主權。 1925 年 2 月，朱經農在自治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批評了國家主義派的教育主張，
這激起了對方的辯論興趣，因為自他們提出國家主義教育兩年來，教育界還從沒有反響，公開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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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朱經農的聲音。 陳啟天就在《醒獅》發表長文，反問朱經農是否真贊成國家主義的教育方

針，有何理由反對收回教育權等。⑧

朱經農針對陳的詰問做了回答，解釋他贊成國家主義是因為“正當的國家主義與民治主義不

相衝突”。 關於收回教育權，他主張分為幾個層次：包含政治侵略意義的學校應該立刻收回；教會

學校在政府註冊後，應允許繼續存在，因為教會學校不過是私立學校的一種，文明國家大半容許其

存在。 另外，中國教育現在未能普及，多一個學校，兒童就多一點受教育的機會，只要教會中小學課

程與國家所規定相合。⑨他在之後一次演講中對此又做了闡述，指出教會學校當下還存在很多問題

和缺點，主要問題是不遵照國家所定的新學制課程。 他認為中國在義務教育普及之前，可以暫時允

許教會辦小學，但必須遵照國家規定；中學也可以讓他們聚精會神辦幾個好的實驗學校，以供其他

公立學校借鑒；大學是無所不包的學府，應有自由容忍的態度，應允許各種宗教學說進入校園，只要

他們不違背國情。 無論哪種學校，都應該向中國政府立案，按國家規定辦學，取消強迫參與宗教儀

式，注重中國固有的文化。 他試圖說服國家主義教育派允許教會學校存在還有一個現實原因，即中

國教育尚處於萌芽發展時期，師資、經費都還很缺乏，“教會教育殊足補我們力量之所不及；但為了

社會的要求，我們不妨要他們改良，以求吻合我們的限度”。⑩

在和非基督教人士的辯駁中，朱經農發展了他的宗教教育觀。 他認為宗教在教育中有其特別

的功用，一方面宗教信仰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強迫別人信教是應該反對的；強迫人家不信教，也是

錯的”。 信教自由為文明國憲法所保障，信仰問題應由學生自由選擇，家長和老師都不得干涉。 他

認為信仰與國家主權也要分開來看，這與政治侵略完全是兩件事。 另一方面，宗教教育也是道德教

育的一種實驗，宗教的宗旨“不過是勸人為善，學道愛人，並無政治侵略的意義在內，似無絕對不准

留存的必要”。他認為教會學校可以有宗教教育，但反對教會學校實施強迫式的宗教教育。 西教

士們認為選修課方式會弱化宗教教育的效果，朱經農總以自身信教經歷為例，說明這種擔心是不必

要的。 他認為如果他的父母以他們的方式給予信仰指導，他可能就沒有機會成為一個基督徒，因為

對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來說，只會把宗教看成婚姻，是一種個人選擇，而不是父母之命。 因此，朱
經農認為強迫式的宗教教育絕對不適合中國國情，只有師生在最大程度上心對心的個人交流，才能

真正贏得學生的信仰皈依。

朱經農和同時代其他擁有基督徒身份的教育家如晏陽初、陶行知等略有不同，他一直把宗教作

為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關懷，並公開鼓吹宗教對教育培養的重要性。 1923 年初思想文化界開啟“科
玄論戰”，朱經農就積極撰文參與，從八個方面對玄學派代表張君勱提出了質疑，特別是關於張氏

對物質和精神的劃分。此後，朱經農意猶未盡，在 1924 年 3 月又完成一長文《科學與宗教》，投給

胡適準備創辦的《努力》月報。 他在給胡適的信中這樣介紹該文內容：“十分之八是為科學辯護，十
分之二是為宗教辯護，因為我是一個誠實信宗教的，我又是極端推崇科學的。 我為宗教辯護的地方

或者為兄等所不許，兄等盡可發表意見糾正我的錯誤，不過大家不牽涉意氣為是”。

朱經農首先批評玄學家們把許多絕不相干的罪名加至科學頭上，譬如科學引發第一次世界大

戰，批評玄學家們對“科學”和“科學方法”的誤解。 同時他也指出科學的局限性：“科學對於宇宙之

謎，只發見了‘第二步’的原因，並沒有得着根本的解決。”因為宇宙之謎得不到解決，由此就要想到

上帝，在朱經農看來此即宗教產生的緣由：“因為世界上的人不能全憑理智，滅絕感情。 對於‘虛空

無着落’的宇宙，‘茫渺無由來’的萬物，若不尋出一個根源來，於情實有所不安。 人生百年，只如曇

花一現。 生何自來？ 死將安在？ 前途渺茫，了無歸宿。 在此黑暗中摸索，熱烈之情感，將何向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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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 於是不可知之境界中遂有種種假設。 科學的止境即為宗教之起點。 宗教是安慰情感的妙品，
於人有益，而與科學並無不能相容之處。”據此，朱經農得出了結論：宗教與科學應該是相輔相成，
不該相互攻擊；科學家在沒有得着充分證據以前，也不能“無端闖入不可知的境界中，無端推翻宗

教的信仰”；而宗教家也不應憑着空想來推翻科學已經證明的事實，更不應該無端仇視科學。

朱經農把科學與宗教的思考也融入他的教育思想。 他在抗戰中完成的《教育思想》專列一章

“科學與宗教”，觀點與上文基本一致。 但該章以王陽明和文天祥為例說明他對宗教信仰的理解。
在朱經農的理念中，王陽明的“良知”即是超絕時空的天理，就是基督教《約翰福音》所講的“太初有

道”的道；王陽明雖未直說神或上帝，但他講的“理”是絕對至善，無始無終，無時不有，無處不在，恰
似耶教所謂的“聖靈”，至善之理，就是耶教的道。 而文天祥的《正氣歌》所講的天地正氣，“充塞乎

天地之間，創造山川河嶽，創造日月星辰。 在人身上表現出來，便是浩然之氣，便是忠孝仁愛信義和

平，便是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朱經農認為這就是一種信仰，也是中國立國的精神，雖然名稱各

異，稱神或稱上帝，或稱真宰，或稱佛，“其實大家信仰中都有一個全知全能，大仁大愛，創造宇宙，
化育萬物的真神存在”。因此，朱經農強調不宜抹殺宗教信仰在教育過程中的作用，因為教育即生

活，人類生活不能缺少宗教的要素。 在抗戰時期，朱經農提出不僅要用科學建立“物質的國防”，也
必須建立“精神的國防”，就包括不可忽視宗教，因為“天地正氣，和內心的靈明，都發源於宗教信仰

……不提倡宗教，信仰宗教，不容易產生‘視死如歸’‘殺身成仁’‘從容就義’的國民”。

尤為注意的是，朱經農在這本著作中破天荒用了祈禱式的語言：“我們祈求神賜給我們更多的

智慧，更大的愛心，更強的理解力，廓清許多誤解，認識真正的天道”。朱經農在執掌光華大學時力

倡“愛的教育”，即“先生與學生，同學與同學之間用親愛精誠的精神相互合作”，反對“恨的教育”，
“如果心裡懷着恨的心理，要革命，要流血，要鬥爭，要清算，那麼不必來”。雖然他的初衷是要避免

學生捲入黨派之間的政治鬥爭，但“愛的教育”顯然與他基督教的信仰背景分不開。 對宗教教育的

重視，是朱經農異於同時代其他教育家的一個重要特點。

二、從民本主義到三民主義的教育理念

朱經農勤於寫作，有關教育的文章、演講大多散見於報刊，只在抗戰時期出版了兩本著作，即
《近代教育思潮七講》（1941）和《教育思想》（1944），可以作為他教育研究的代表作。 已有學者從

五個方面總結了朱經農的教育思想：兒童本位的基礎教育思想；實用與育人相結合的職業教育思

想；美與實相統一的藝術教育思想；理論與實踐學習並重的公民教育思想；知識與精神兼顧的科學

教育思想。這個歸納比較全面，也很精當。 本文無意就朱經農具體領域的教育思想展開論述，僅
就他這些思想所呈現的教育理念做些考察。 所謂“教育理念”，是指辦教育的根本原則和目標。 一

個人所秉持的教育理念與他的信仰、價值觀密切相關，國家的教育宗旨也會影響到個人的教育

理念。
1919 年 4 月，教育部教育調查會議通過了沈恩孚、蔣夢麟兩人的提案，確定中華民國的教育目

標為“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 所謂“健全人格”，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私德為立身之本，公
德為服務社會國家之本；人生所必需之知識技能；強健活潑之體格；優美和樂之感情。 所謂“共和

精神”，就是發揮平民主義，人人知民治為立國根本，養成公民自治習慣，人人能負社會國家的責

任。這個新宗旨發佈在蔣夢麟主編、創刊不久的《新教育》雜誌上，體現了新文化運動以來追求科

學與民主的精神，也是杜威在中國的弟子們所追求的教育理念。 1924 年，已回國三年的朱經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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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宗旨又做了補充解釋。 他梳理西方學者關於教育目的的種種觀點之後，認為 1919 年《新教育》
創刊時所題的“養成健全的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是教育目標的更佳表述。 所謂“健全的個人”，
他列出的九條標準，包含了以前“健全人格”的全部內容，還增加了能與人合作、有公民常識和能

力、了解世界與本國經濟、保持家庭和睦子女受教育、能運用心思有所創作、要有適當信仰等等內

容。 所謂“進化的社會”，朱經農直接引用了杜威的觀點，即團體之中各分子能通力合作，團體之間

也能開誠布公，用和平方法改良社會。簡而言之，朱經農完全遵循了其導師杜威教育哲學中的“民
本主義”（Democracy）思想，這也是他一生所秉持的教育理念的核心。

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種種弱點，朱經農又提出應加強的幾個具體教育領域，分別是體育與衛

生、公民教育、人格教育、科學教育、鄉村教育、義務教育、平民教育。這些名詞可以說是 1920 年代

中國教育的關鍵詞，朱經農是其中的主要倡導者之一。 他不但協助朱其慧、熊希齡（朱的姑姑、姑
父）及晏陽初創辦平民教育促進會，與陶行知編寫第一套平民千字課本，還在商務印書館編制全套

新學制中小學教科書，把公民教育、人格教育、科學教育等思想貫徹其中，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

年。 以後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朱經農職位也不斷變遷，他對教育理念的思考和表述也發生了

一些變化，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三民主義”教育宗旨的介入，這在他的論著中很容易發現。
“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源於 1928 年 5 月，大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出席各方一致同

意廢止“黨化教育”的提法，採用“三民主義”教育的新概念。 剛從上海市教育局局長轉任大學院處

長職的朱經農參與了新教育宗旨的起草。 按他的說法，在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國教育，“當然要建立

一個完全而切於現實情形的教育宗旨，以為領導全民實行訓政、憲政工作的標準”。大學院的教育

宗旨草案共有四條，前三條旨在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措施，實現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最
後一條提倡國際主義，達到世界大同。 1929 年 4 月，國民政府正式公佈了《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

實施方針》，其中關於“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表述與朱經農的說法大致相同。 此後，朱經農就以

“三民主義”作為教育研究的指導思想。 這裡以他的《近代教育思潮七講》為例予以說明。
該書是朱經農在齊魯大學擔任校長時的講義。 1932 年 1 月他攜書稿赴上海，準備交商務印書

館出版，不巧趕上“一二八”事變，書稿葬身戰火。 他回濟南後重新起草，緒論和五章的內容陸續發

表在《齊大月刊》，但一直未能將全書編成一本系統的著作。 他到湖南主持教育行政後，更難有餘

暇專門著述，直到 1939 年夏天湖南開辦行政幹部訓練班，他擔任近代教育思潮講座，才將舊時殘稿

“有刪有加”編成講義，兩年後出版。
無論是舊稿本還是正式出版本，朱經農都在緒論（引言）中聲明，西方各種教育思潮生機蓬勃，

但立場互異，支派繁多，他只選擇對近代教育潮流有重大影響、與中國現代教育有密切關係的思潮，
並且要看這種教育思潮與中國環境是否適合，要站在中國教育的立場，來選擇何種學說，最終目標

是解決中國各種教育問題。這如同近些年來大陸教育界力倡的“紮根中國大地辦教育”。 這裡需

要重點指出的是，他從西方所選取的教育理論都給予“三民主義”的洗禮，最終改造成為他認為最

適合中國的教育理念。 下面舉例說明之。
朱經農把兒童本位的教育列為近代思潮中貢獻最大的一股。 國民政府雖然規定“全力發展兒

童本位的教育”，但實際上除少數實驗小學略知根據兒童心理，選擇教材，改良教法，大多數辦學的

人依然固執成人的意見，把許多不合兒童身心發育的材料強加給兒童。 當時有些小學教材不但反

對採用物話，並且反對採用白話；有些大城市教育部門居然通令各小學增加讀經課程，想把“修齊

治平”、“正心誠意”等等大道理，用“注入式”方法教兒童記憶，讓兒童像鸚鵡學語一般在人前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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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做法在朱經農的教育理念中，都是違背兒童本位的教育謬說。因此，他把兒童本位教育列為

第一章，對自然主義者盧騷（盧梭）、愛倫凱（Ellen Key）、托爾斯泰等兒童教育學說做了細緻的梳

理，指出對中國的合理成分和不合理的地方。 在該章最後，朱經農援引“三民主義”教育宗旨，提出

“使兒童整個的身心融育於三民主義的教育中”、“使兒童個性群性在三民主義教育指導下平均發

展”、“使兒童於三民主義教導下具有適合於實際生活之初步的知能”等一系列實施原則。 在這裡，
朱經農很巧妙地把三民主義教育宗旨與西方自然主義兒童本位的教育思潮融為一爐。

朱經農在該書的其他章節中基本按此模式進行。 比如第二章科學教育，朱經農認為這是近代

第二大有重要影響的教育思潮。 他先介紹孔喬治（George Combe）、斯賓塞、赫胥黎、培根的學說，
然後引用孫中山、蔣介石等“黨國先進”關於科學教育的主張，最後把它融入實現抗戰建國的教育

方針中。
《近代教育思潮》稿本與商務出版本的篇章比較

1932 年稿本 1941 年商務版

第一章　 緒論※ 第一講　 近代教育思潮鳥瞰

第二章　 自然主義與兒童本位的教育※ 第二講　 自然主義與兒童本位的教育

第三章　 唯實主義與科學教育※ 第三講　 唯實主義與科學教育

第四章　 民本主義與普及教育※ 第四講　 民族思想與普及教育

第五章　 實利主義與職業教育※ 第五講　 唯物史觀與勞動教育

第六章　 人文主義與藝術教育 第六講　 新理想主義與人格教育

第七章　 唯物史觀與勞動教育 第七講　 三民主義與教育政策

第八章　 新理想主義與人格教育 附錄一　 人文主義與藝術教育

第九章　 心理學對教育思潮的貢獻 附錄二　 心理學對於教育上之貢獻

　 　 　 　 ※已發表於《齊大月刊》

如果比較一下上表中稿本和商務版本的篇章結構，不難發現兩者內容大體一致，所謂“有刪有

加”，只是舊稿本中的“實利主義與職業教育”刪除了，商務版加了一章“三民主義與教育政策”，主
要內容是對三民主義的要點、國民黨教育政策的確立及實施方案、訓政時期約法與國民教育、抗戰

建國綱領與戰時教育實施方案等做了詳細的介紹，凸顯了戰時教育的特徵。
比較這兩個版本還發現一個變化，即稿本中的“民本主義與普及教育”，在商務版中變成了“民

族思想與普及教育”，“民本”變“民族”。 根據《齊大月刊》發表的文章，朱經農先解釋了民本主義

即 democracy（民主，當時也作“民治主義”），是近代教育思潮中的第三種重要的發展，在政治上就

是“民為邦本”、“主權在民”；用在文化上，就是教育機會平等；用在教育上，就是指導青年養成一種

習慣，在一個團體之內，能夠與人合作，同甘共苦，採他人所長，補自己所短。如前面所述，這是他

回國後以杜威教育學說為指導而力倡的民本教育理念，強調普及教育才是改良社會的途徑，為全民

政治的基礎，民本主義的實現與普及教育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在商務本第四講中，朱經農講“民族思想”就是人民愛護自己民族的原動力，也就是愛國心，一
個民族如果沒有民族意識，那麼在危急時刻，就不能認識“民族至上”、“民族高於一切”的重大意

義，就不能犧牲個人私利與成見，去挽救瀕危的民族，愛護多難的國家。 他引用普法戰爭是教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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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例子，德國後來之所以崛起，是因為費希特大倡新教育、積極宣傳教育建國之說。他又引用孫

中山的話“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於失了民族主義的精神”，因此在當下民族危機之時，
政府當局要依照抗戰建國綱領，加緊普及教育，培養民族意識，藉以加強抗戰情緒，充實抗戰實力，
以完成抗戰建國兩大使命。這一章跟稿本的詮釋完全是不同的重點。 稿本講民本主義思潮帶來

了教育普及，教育普及會加強民治社會，而這一章只強調了普及教育的目標是培養民族主義。 從這

個差異也可以看出抗戰思維對朱經農教育理念的影響。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是《近代教育思潮七講》還是後來的《教育思想》，朱經農都大量引用“總

理”“總裁”言論，《思潮》一書第三、五、六章甚至設有專門小節講述“黨國先進”對科學、勞動、人格

教育的主張，以此作為他論述的起點或根據。 《思潮》在多處都強調了領袖言論的至高無上，指出

國民政府所有教育政策與實施方案，都必須以“三民主義”和“總理遺教”為基本原則。 朱經農作為

早期革命黨人，一生追隨孫中山，篤信“三民主義”，也出版過“三民主義”的研究成果，是“三民主

義”理論的重要詮釋者。因此，作為國民政府教育行政系統的一個重要成員，把“三民主義”教育宗

旨與西方教育學說融會貫通並付諸實踐，倒也順理成章。
但需要指出的是，朱經農自始至終反對黨派把持大學教育，主張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 他在

1931 年 2 月 1 日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曾充分表達了這個觀點：“現在中國的政客，看見教育界有一種

潛勢力，所以都想來操縱教育。 ……現在國民黨如果想黨化國立大學，也未必有好結果。 大學校不

是軍隊，不能不容許學者思想自由與講學自由”。抗戰時期，國民黨實施“教育統制”政策，對學術

獨立損害更大。 抗戰勝利後，時任教育部次長的朱經農對此憂心忡忡，曾對外公開宣示，“黨團退

出學校，思想不能統制，大學教育必須做到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從這點可以看出，朱經農雖然堅

定抱持“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但並非無原則地支持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其教育理念的底色仍

閃耀著年輕時所追求的“民本主義”的光輝。

三、捨學從政：游刃有餘抑或游移不定？

自 1921 年從美回國任教北大，到 1948 年 11 月作為中國代表出席聯合國文教大會，在這 27 年

中，朱經農約有一半時間是在從事教育行政，一半時間在各大學或商務印書館任職，中間經歷了多

次政學轉換。 在目前所見朱經農同事好友的回憶中，都對他的學問和行政能力給予很高的評價，因
此當代學者俞可稱他“為學為政游刃有餘”。徐保安對朱經農的職業選擇和仕學掙扎做過分析，認
為他終其一生並無一以貫之的人生職業設計，對為政還是為學游移不定，家庭生活壓力也在很大程

度上制約了他的職業選擇。這兩種看法都有事實依據，但仍有可議之處。 學人從政在朱經農時代

並不少見，著名者如丁文江、翁文灝等，這裡面既有“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傳統，更多是近代知識

人為實現“學術救國”理想抱負的主動選擇。 這裡結合朱經農幾次關鍵的政學轉換，對這一問題再

做討論。
1927 年 7 月上海特別市成立，黃郛出任市長，到處網羅名彥，朱經農被選中擔任教育局長。 黃

郛在就職演說中曾提到他的用人標準：“純以專門學識與辦事經驗為衡，而因上海環境之惡劣，同
時尤不得不注重於德性”。 上海市政府的高級職員中有黃郛多年深知者，也有素未謀面者。朱經

農就屬後者，足見其專業與聲譽優良。 也有另外一個說法，在北伐勝利前，朱經農曾赴廣州與國民

黨中央取得聯繫，回滬後同吳稚暉、楊杏佛等人秘密從事黨務工作，成為受國民黨上層信任的“同
志”。此前，朱經農擔任光華大學副校長及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哲學教育部部長。 根據所長王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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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執掌全國第一大都市的教育，“當局認為捨經農莫屬，浼之再三，義不可卻”。這是朱經農

第一次進入教育行政領域。 他屬下只有 16 位職員，在經費奇缺的條件下，居然把大上海各項教育

事業部署得井井有條，而且他還兼任若干私立大學講座。 這讓王雲五在敬佩其學識之外，也不得不

承認其“兼具行政的長才”。 他當時的同事潘公展在回憶中這樣評價他：“胸有成竹，不急就，不躐

等，腳踏實地，循序漸進，為未來樹立良好基礎”。然而，剛開創新局面不久，黃郛請辭，朱經農隨即

引退。
朱經農辭職還有一層被迫無奈的原因。 據韓戍的研究，由於朱經農任職光華期間對國民黨學

生有所壓抑，他們就通過上海學聯，控告朱經農組織大學同志會從事“反革命”活動，是“反動中堅、
軍閥走狗”。 上海市清黨委員會因此召朱經農問話，朱對此極力否認，稱組織加入大學同志會，係
代表光華大學加入，否認在光華大學壓抑國民黨學生的事實。 然而，學生拒絕諒解朱經農，連篇累

牘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罷免朱經農教育局長的職務。 朱經農最後被迫辭職。

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大學院，朱經農應蔡元培之邀擔任普通教育處處長。 大學院改組分

出教育部，朱經農又擔任普通教育司司長，很快升任常務次長，仕途一路順利。 但由於中央大學的

派系之爭，教育部長蔣夢麟與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等人發生衝突，1930 年 12 月 4 日蔣被免職，朱經

農也隨後辭職，出任考試院考選委員。 此時，中國公學學潮迭起，經費短缺，幾乎無法維持，朱經農

又被請來救火。 但中公問題非常複雜，學生與黨部之間矛盾不斷，朱經農處於兩者之間，“做吃力

不討好的事情，做得非常之苦”，他給胡適寫信抱怨，想找機會離開中公。

機會很快就來了。 齊魯大學 1929 年申請教育部立案失敗，學潮工潮接踵而來，學校陷於停頓。
為讓齊大從絕境中走出，齊大女生部主任麥美德（Luella Miner）向時任實業部長孔祥熙求助。 孔在

義和團時期曾保護傳教士，被麥美德稱為“護教英雄”，後資助他赴美留學。孔祥熙知恩圖報，為幫

助齊大迅速立案，親任齊大校董會主席，1931 年 3 月又兼任校長，但他不可能常駐校園，就推薦朱

經農做校長。 齊大校董會和美國、英國的差會立即開會通過了任命。 他們對朱經農表示非常歡迎，
其原因不僅僅在於他做過教育部次長，與中央政府有密切關係，能直接幫助齊大立案，更看重他是

一位知名教育家，而且被譽為“基督徒君子”（Christian gentleman），因此深受齊大中外人士推崇。

朱經農在 1931 年 7 月上任，12 月齊大就順利立案。 齊大在校長空缺一年半之後終於有了理想的

人選。
朱經農在齊大任職期間工作頗為順利，生活也安逸瀟灑。 按他的說法，學校行政是由各學院院

長分任，校長職務也很清閒，正好是他講學、著述的好時光，“本擬趁此機會，補讀平生未讀之書，並
對中國教育文化，作一系統研究”。但好景不長，僅一年之後，湖南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卻要求他去

湖南擔任教育廳長，重整湖南教育。 朱經農“初無重入仕途之意”，因此堅持拒絕，但行政院卻不顧

他的意見，於 1932 年 8 月 15 日直接對外公佈了任命。 朱經農念其先人曾在湖南辦理教育，只好答

應先去半年，最多一年，並承諾一旦幫助湖南建立起新的教育體制，就立即回齊大。 齊大校董會也

同意做出犧牲，協助國家的教育事業，但要求朱給校董會一書面承諾，到期必須返回齊大。
到 1933 年 6 月，距離朱經農承諾返校的時間還有兩個月，兩邊就開始了密集的函電交涉。6

月 6 日，湖南省主席何健率先給孔祥熙寫信，要求朱繼續留任，但齊大堅決不同意朱延期。 多重身

份的孔祥熙成為各方都遊說的對象，他先是支持齊大校董會的意見，但接到蔣介石要求朱留任的電

報後，又建議齊大再給朱一年假期。 夾在齊大與湖南中間的朱經農無所適從，壓力越來越大。 各方

電報你來我往，過程頗為精彩，這裡不再詳述。簡要地說，朱經農在反復權衡中不得不痛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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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8 月 2 日不辭而別離湘回魯，但緊接著就是包括蔣介石、汪精衛在內的黨國要人給他施壓，最後

朱經農不得不向齊大辭職回湘。 這次捨學從政對朱經農來說是最難以抉擇、也是最痛苦的一次。
齊大是英、美、加拿大的十多個差會共同支持建立的，差會之間、中外之間關係複雜，矛盾不斷，

難得如朱經農這樣一位令齊大各方人士都非常滿意的一位校長。 朱經農的離去，對剛剛走上發展

軌道的齊大而言是當頭一棒。 如果聯想到齊大此後為尋找各方都滿意的校長人選所付出的代價，
包括三年多的尋找時間，齊大內部的分裂，這樣的結局自然讓齊大感到很不公平。

當然，湖南也需要朱經農，一個省的人口總比一個大學要多很多，這也是湖南方面用來說服朱

經農的主要理由，這是國家教育建設的需要，作為一位有著學術報國理想的知識分子，在這強大的

理由面前欲辯無言。
齊大損失就是湖南受益。 朱經農在湖南教育廳長任上居然一干就是 10 年半，省主席都換了三

個。 他或許是民國時期主政一省教育行政時間最長的官員。 他到任後大刀闊斧整頓教育，很快取

得了湖南人民和何健的信任。 為解決鄉村教育經費長期短缺問題，他創造性提出了“募田募山”的
新方法：“欲謀一勞永逸，首在募田募山，田能收稻，可發實物；山能種植雜糧果樹，亦可解決經濟困

難”。這裡不去詳列顯示教育進步的數字，可以引用同事余先礪的一段文字來說明之：
在那十年中，無論學制的革新、學校的增設、教學的改進，殆有如荊棘叢中，漸見生機

蓬勃，光彩煥然，桃李滿園，弦歌不絕，況值時局動盪不寧，政府撥遷無定，先生以其智者不

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精神，在動亂中求安定，在艱苦中求進步，用能誠樸做人，創造

奇跡。

朱在任期間提前完成了國民普及教育計劃，實現“一鄉鎮一中心學校，一保一國民學校”。 考慮到

當時湖南經濟不算發達，而且還是在全民抗戰的環境下，在當時就能實現基本的義務教育，堪稱一

大“奇跡”。
然而，朱經農在湖南的教育實踐並非一帆風順，除了面臨教育經費、人才緊缺的困難，當地黨派

之爭也蔓延到全省教育界。 朱經農設法制止各級學校沾染黨派色彩，對湘局穩定和中央政策的貫

徹有相當貢獻。

1943 年 2 月，蔣介石以行政院長身份兼任中央大學校長，就把朱經農從湘省調來擔任中央大

學教育長，主持校務。 由此可見蔣介石和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對他的信任，也有人由此把朱經農列

為 CC 派。一年後，1944 年 3 月蔣辭去校長職務，朱經農被陳立夫安排轉任教育部政務次長。 抗

戰勝利後，朱經農辭去教育部次長職務。 據朱文長回憶，朱經農因從政已久，對於宦海浮沉，早有倦

勤之意。 這時王雲五因為從政，就請朱經農執掌商務印書館。 朱對管理工人並無經驗和自信，但他

還是聽從了王雲五的勸說。 他同時兼任光華大學校長，又回到他擅長的教育一線。
1948 年 11 月，朱經農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文教會議，這是他最後一次出任公職。 會後他

未及返回中國，見國民黨大勢已去，遂決定轉道美國，從事講學和教育研究，1950 年 8 月到哈特福

德神學院就職。 《愛山廬詩鈔》中有一張朱經農和傳教士葛德基（E. H. Cressy）的照片。 葛德基曾

長期擔任中國基督教教育會和高等教育委員會的負責人，跟朱經農熟悉，朱所以能在哈特福德神學

院工作，應是葛德基的邀請。
從上面所述朱經農政學之間的頻繁轉換，可以看出他的官職都是隨著政府任免而被動轉換，有

些是符合他意願而就職，如上海教育局和國民政府教育部的職位；有些是他經過反復思考而痛苦抉

擇，如離魯赴湘；有些則是權勢者和老朋友的邀請。 大部分職位選擇幾乎都受到外界影響，甚至是

68



不得已而為之，在實際工作中也遇到方方面面的困難和阻力，並非都順風順水。 因此，認為朱經農

為學為政游刃有餘，一切都在其掌握中，作為時人對朱經農學識和能力的讚譽可以理解，但並不符

合歷史事實。
另一方面，朱經農的政學轉換確實頻繁，顯得游移不定，他在各個崗位的任職時間最長達十年

半，短則一年半載，頻率之高也是民國時期政治、社會劇烈變動的一個表徵。 需要廓清的是，這並非

說明朱經農只是隨波逐流，沒有一以貫之的職業追求。 他晚年在一次演講中坦白他的專業學習經

歷。 他出國留學時最早關注比較憲法、政府、國際法等政治學功課，但很快認識到“每一種政治變

革，裡面包含一種政治理想”，所以他的興趣就由政治學轉向思想史，進而又認識到“一種思想的傳

播，不能不靠教育”，因此，他又專習教育及人類思想進化史，“一直到現在，我的興趣，還是在這一

方面”。由此可見，教育是朱經農一生的興趣和志業，無論是為學還是為政，他從沒有離開過教育

事業，他不是書齋裡的教育家，而是一位懷抱救國理想、躬行實踐的教育家。 從這點出發，我們或許

更能理解王雲五稱朱經農為“全面教育家”實乃不易之論。

餘論：廣被弦歌抑或一場空夢？

1942 年 9 月，湖南省教育廳在耒陽開會，慶祝朱經農就任廳長十周年。 余先礪和同事合撰一

聯，懸掛在戲台，以表彰朱經農十年成就，其聯曰：
樹木易，樹人難，十載辛勤，敢云七澤三湘，遍栽桃李；
秋風清，秋月朗，一場粉墨，藉使千門萬戶，廣被弦歌。

面對各方的交口讚譽，朱經農卻這樣評價自己：“各項有關教育之數字，年有增益，咸改舊觀。 然以

丁茲時會，復苦才輕任重，深恨未達成吾人之理想”。

1951 年 2 月 27 日，就在他去世十天前的日記中，他對自己一生做了如下感言：
我為同盟會員，民元轉入國民黨，對黨始終如一。 黨當政時，我只守黨紀，不爭黨權。

黨失敗時，流離顛沛，絕不背黨。 國民革命初步成功，十七年國府成立，余因黨的關係，捨
學從政，浮沉二十餘年，至今思之，實為重大犧牲。 倘以二十餘年光陰從事學術研究，埋頭

著述，則今日成就絕不止此。 從政二十餘年，所做建設工作，均被戰事摧毀。 至今回思，一
場空夢。 今年老力衰，雖欲從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

這則日記可以看做是朱經農的夫子自道。 他本人對捨學從政、因政誤學還是懷有極大的遺憾，他原

本更願意做一個書生。 其實，朱經農此前就表露這樣的想法：“我歸國之後，大部分的時間，卻消磨

在教育行政中間。 不是辦地方教育，就是辦大學行政事務。 許多該讀的書，沒有機會多讀，許多應

該發表的思想，也沒有功夫把他寫成有系統的著作。 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拋開一切行政工作，閉
戶讀書，寫幾本粗淺的著作，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 俗話說得好，若要好，學到老。 我自己很慚

愧，一切學問都沒有研究得徹底”。

朱經農晚年流落美國，從東海岸到西海岸，一路困苦和疾病，身體稍微康復就“努力讀書，續事

著作”，終於有機會潛心治學了。 可惜的是，中道殂喪，他擬定的《中國教育思想簡史》尚未完成，
“遺稿盈尺”。 如果假以時日，以他從事中國教育三十餘年的經驗，加之飽讀中外古今教育思想，他
或許能完成他計劃中的皇皇巨著，造福於中國教育界。

但這樣的遺憾不完全是朱經農個人選擇的結果，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教育救國”、“學
術救國”的必然產物。 朱經農的昔日老友王雲五評價他是“身在教育，而心不忘國家與人群”。 另

78



一位同事潘公展評價他是“不只以言教而以身教的教育家”。有這樣抱負的教育家豈能安於書齋

著述？ 無論是教書育人還是教育行政，朱經農都是為了實現“教育救國”的夢想，只是個人際遇與

時代環境讓他壯志未酬，生發出如此“一場空夢”的感慨。
朱經農所謂“至今回思，一場空夢”，實際並不盡然。 至少朱經農在湖南、在商務印書館、在齊

魯大學等都留下了很多看得見的成績，還有他主編的數種流行全國的教科書，他的教育言論和著

作，今天都已成為中國教育思想的寶藏，值得進一步發掘。
湖南現代著名教育家劉壽祺曾長期在朱經農部下任職，1935 年開始擔任義務教育實驗區主任

和民眾訓練指導處幹事。 朱經農到中央大學和教育部任職時，劉壽祺跟隨並擔任秘書和督學，是朱

非常得力和信任的助手。 劉壽祺在 1938 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且利用國民黨政府職員的公開身

份，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和地下黨組織。 他對朱經農有這樣的評價：
他是一個知識淵博、學貫中西的學者，雖在政界漂浮一些時間，卻不是縱橫捭闔的政

治家。 他是一個正直無私、忠誠勇敢的愛國主義者，又是一個真誠勤勞、立己立人的教育

家。 無論在耒陽、在重慶他對我黨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起到了一些掩護作用，保護了一些進

步青年，雖不是完全自覺的主動的，但對黨對人民是有益的。

這是一個資深共產黨員對更加資深的國民黨員的評價，超越了意識形態和黨派分歧，立場客觀，雖
然不是中共官方的蓋棺論定，但這樣的評價可以稱作是實事求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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